
第 26 卷第 1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26 No.1 
2020 年 1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 SCIENCES)                        Jan. 2020 

 

DOI: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0. 01. 014 

 

资源识取行为、能力重构与企业创新绩效 

——网络惯例的调节作用 
 

王核成，李鑫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以 241 家制造企业为样本，整合资源基础观和企业能力理论，并以能力重构为中介、网络惯例为调节来分

析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界内资源识取和跨界资源识取能积极影响企业创新绩

效；能力进化在界内资源识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能力替代在跨界资源识取对创新绩效的影

响中也发挥中介作用；网络惯例在跨界资源识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界内资源识取与企业创

新绩效间不发挥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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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企业需要通过资

源识取不断获得创新知识来源以确保技术领先和技术

制胜。企业资源识取行为可以分为界内资源识取和跨

界资源识取，两者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处于不同资源

识取活动的连续谱上[1]。界内资源识取是组织基于技

术边界的识取活动，实现资源再联合以提升创新能力，

跨界资源识取则强调跨越组织已有技术边界、侧重于

识取互补性的新资源，二者都是我国企业实现后发技

术追赶的重要方式。近年来，诸多企业都尝试通过践

行界内和跨界资源识取来提升创新绩效，例如华为通

过加大内部研发投入不断更新组织技术资源库，研发

出全球认可的 5G 芯片。然而，广泛进行资源识取获

得成功并非普遍现象，譬如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通过获取双龙在 SUV 方面的技术来增加本企业的

技术竞争力，但却以失败告终，这就随之而来反映出

一些现实问题：企业进行界内和跨界资源识取是否会 

提升创新绩效？为什么有些企业投入大量成本进行广

泛资源识取却劳而无功，而有些企业却能够通过识取

行为来提升创新绩效？想要清晰解释上述问题，就需

要深入分析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不同作用

机制和影响效应。 

国内外已有文献从不同角度探究了资源识取行为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创新所需资源类型的差

异，Sirmon 将资源识取行为划分为界内资源识取和跨

界资源识取，研究表明两种资源识取方式均对企业进

行价值创造以提升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1]。董保宝

等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观，探讨了资源整合过

程影响竞争优势的机理与路径，指出资源识取行为将

会通过动态能力显著影响到企业竞争优势，这是企业

提升创新绩效的关键[2]。Peng 和 Liu 根据资源来源的

不同，将资源识取划分为地方政府资源识取和商业网

络资源识取，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资源识取利用风险降

低机制来提升产品创新绩效，而商业网络资源识取则

通过加强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技术支持以促进创   

新[3]。Peters 揭示了同质性和异质性资源识取对创新生

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影响机理，发现同质性资源识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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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沿技术维度进行创新时更有效，异质性资源识取

会促生有助于创新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发展的新兴属

性，而企业同时获得两种创新资源则更会促进伙伴间

价值共创[4]。裴旭东等研究了资源识取行为对技术差

异化能力的影响，指出界内资源识取能够支持企业在

特定领域内积累大量知识和经验，新知识的产生增加

了企业技术创新深度，而跨界资源识取得到的新颖性

资源也拓宽了技术创新的宽度，从而进一步推动企业

创新[5]。裴旭东等进一步从资源识取与新创企业成长

匹配视角，认为资源识取可以缓解创业过程中的资源

匮乏现象，提高新创企业后期内部资源配用效率以提

升竞争优势[6]。 

然而，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直接影响，较少研究注意到资源识取行为影

响创新绩效的具体路径，以及企业能力如何参与到这

一影响过程中，这就使得资源识取行为影响创新绩效

的作用机理仍不明晰。企业能力理论认为，资源识取

行为并不能直接诱发创新，二者间需要通过能力重构

来重新配置所得资源以推动创新。再者，作为组织间

互动而形成的独立且重复可识别的一种行为模式，网

络惯例可以协调组织内外部竞合关系、促进资源整合，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资源识取行为与创新绩效的关

系，而以往研究却少有提及。为弥补上述研究空缺，

本文将以创新较为活跃的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

资源基础观和能力理论视角，分析企业资源识取行为

影响创新绩效的机理与路径，探析能力进化和能力替

代如何重新配置资源以推动创新，揭示网络惯例如何

调节资源识取行为与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本研究丰富

了资源识取行为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与传导机制研

究，拓展了网络理论在资源动态管理过程中的应用，

对指导企业进行创新实践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资源识取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资源识取行为是企业识别并获取内外部资源以解

决和优化问题的惯例化活动。企业基于现有技术边界

获取外部成熟技术时，在特定技术范围内积累了大量

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快速、低成本地进行创新，减少

了犯错的可能性，促使企业在熟悉的领域内变得更加

“专业化”，巩固了现有竞争优势[7−8]。界内识取能够

强化企业技术壁垒，形成价值隔绝机制，从而提升创

新绩效[9]。Paruchuri 和 Awate 的研究指出，界内资源

的识取和挖掘增强了资源的可靠性和可利用性，提升

了识取的专注度与确定性，促使企业平稳运行进而提

升绩效[10]。并且，由于界内识取的资源往往更容易应

用，企业能够快速建立专业的技术和产品知识，通过

对新资源的诠释和再利用，更有可能在本地市场中获

得成功。 

当企业跨越技术边界进行大量外部新颖性资源的

识取时，会面临更多来自竞争对手和客户需求多样化

的广泛挑战，这些挑战往往会引发强大创新能力的发

展，由此产生的资源多样性有助于为整个组织提供更

丰富的知识结构，拓展了企业创新的基础，从而有利

于实现创新绩效[11]。跨界资源识取有助于企业从一组

特定的资源组合中产生有用的新想法，增加了从多领

域获取新资源以实现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可能性。

Whalen 发现，实施跨界识取行为的企业能够获得一系

列充当突破式创新“苗床”的新资源，完善现有的资

源结构体系，打破企业核心刚性以推动创新[12]。跨界

资源识取加强了企业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密切关系[13]，

有助于理解新信息和潜在变化，进而提升企业的突破

式创新能力。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跨界识取对企业

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1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界内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

向影响。 

H1b：跨界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

向影响。 

(二) 资源识取行为对能力重构的影响 

能力重构是企业对构成能力的惯例要素及要素间

相互依赖关系进行变革以适应外部动态环境及增强竞

争优势的活动[15]。从动态能力角度来看，能力重构需

要企业整体的努力，跨越技术边界重新链接各种协作

网络以产生现有能力的创造性组合，包含能力进化和

能力替代这两种方式，代表了企业能力成长的不同路

径。能力进化是企业通过资源再整合及常规要素的调

整以进行能力修补，推动利用式创新；能力替代往往

通过激烈的方式将能力进行变革，实现能力要素的新

颖创造和组合，促进探索式创新。 

界内资源识取能够帮助企业深度挖掘组织内部成

熟的技术知识，高效、快速地从已有技术领域内提出

解决方案，是完善现有能力，实现能力进化的有效方

式。首先，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使企业聚焦于相似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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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可以基于历史学习经验不断更新迭代知识库来

增强核心竞争力，确保能力进化的可持续性。其次，

考虑到界内识取过程中面临的识取障碍较小，企业创

新效率会加快，与合作伙伴间的技术交流频率增大，

对创新能力的修补机会更多，有利于将互补性资源与

企业现有能力相结合，推动能力进化。McGrath 和

Singh 研究认为，界内资源识取能利用组织实践和经

验遗传来对现有常规活动进行修正，优化组织学习过

程，最终形成能力的深化[16]。 

跨界资源识取为企业带来更多异质性的外部知

识，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同时，注入了突破创新的

持续动力，推动企业将新旧资源进行整合与重组，是

实现能力替代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跨界资源识

取，企业可以接触到现有技术领域之外的新资源，组

织创新的知识基础得到拓展，同时也增加了新知识要

素的重组机会，这是获取全新能力的最有效方式。另

一方面，跨越固有边界进行资源识取能够打破企业的

核心能力刚性，创新原有的技术研发路径，避免技术

依赖和能力陷阱，促进了企业能力替代的进程。因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界内资源识取行为对能力进化具有正向  

影响。 

H2b：跨界资源识取行为对能力替代具有正向  

影响。 

(三) 能力重构的中介作用 

能力进化基于试错学习和路径修补进行实验，通

过环境扫描、适应性学习及知识编纂活动来进行内部

资源的重构及扩展，降低了激进式变革的不确定性，

对企业创新有积极影响。同时，能力进化利用企业内

部知识来源以及现有知识领域内新的链接关系来扩展

现有能力，推动渐进性组织创新[17]。当组织内外部技

术变革较为激烈时，能力进化支持企业检验和调整常

规惯例的构成要素，基于内部来源进行增量学习，以

路径依赖的方式修改现有能力的例程，进而推动企业

创新。 

能力替代则赋予企业较大的“柔性”，使企业积极

更新内部创新工作和现有能力适应性的替代方案，以

主动变革的方式重塑组织战略、克服组织惰性，推动

知识创造和迭代创新[18]。能力替代机制允许企业重新

配置现有能力的组合方式，根据企业在动态环境中竞

争优势的贡献来增强或减少这种配置程度[19]。通过更

新能力要素的创造及组合，企业能够快速捕获市场和

技术机会，突破原有能力要素的技术属性，实现新旧

能力更迭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

假设： 

H3a：能力进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3b：能力替代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Ferreras-Méndez 等指出，静态资源本身并不能作

为企业创新的不竭动力，在资源识取基础上将所得资

源与能力重置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20]。进一步地，

能力进化将界内资源识取获得的成熟技术资源进行重

置，加大企业技术知识深度，形成新的知识储备，加

强知识内化进而推动企业创新[21]。能力替代将跨界识

取的异质性技术资源进行重组，拓宽企业技术知识宽

度，淘汰旧能力，发展新能力，适应创新轨道的发展，

从而推进了创新升级[22]。 

上述理论分析分别论述了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

新绩效的关系、资源识取行为与能力重构的关系、能

力重构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综合以上观点，可知

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会通过能力进化影响企业创新绩

效，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会通过能力替代影响企业创新

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a：能力进化在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

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H4b：能力替代对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

绩效间起中介作用。 

(四) 网络惯例的调节作用 

网络惯例是指合作网络中大多数成员所普遍接受

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共识，是组织间互动而形成的一种

惯性行为，有利于网络内知识共享和有效的团队协作，

具有维持网络稳定的作用。Lavie 等认为，网络惯例程

度越高，成员间的默契、信任和共识越高，企业与合

作伙伴间进行知识转移活动的步调越趋于一致，提升

企业间知识共享水平进而实现创新绩效[23]。李宇和陆

艳红研究发现，随着网络惯例程度提高，集群内企业

知识创造和共享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利于核心技术知

识的转移[24]。 

考虑到同一技术边界内企业间的知识距离较为接

近，因此进行界内资源识取时面临的识取障碍较小，

具有较高网络惯例的集群内企业间交流频率较大、新

知识的共享程度较高，知识流动增加了实现企业创新

绩效的可能性[25]。而跨界识取异质性新资源时面临的

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更多，此时随着网络惯例程度的提

升，企业间建立的规范标准越多，这种氛围中成员间

的行为配合度得到提升，成员间合作时的“游戏规则” 



管理学研究                 王核成，李鑫：资源识取行为、能力重构与企业创新绩效——网络惯例的调节作用 

 

131

 

 
会更加明确，使组织间冲突有效减少[26]，提升了组织

间互惠程度，使企业易于把握新机会从而提升创新绩

效[2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网络惯例正向调节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企

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H5b：网络惯例正向调节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企

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据此，本文形成如下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问卷发放对象为创新度较为活跃的制造

企业，通过电子邮件和问卷星链接的形式在江苏、浙

江和安徽等地进行问卷的发放与收集。为提高问卷的

信效度水平，在正式大规模发放问卷之前，先对江苏

省内的 30 多家企业进行预调研，根据反馈结果对初始

问卷进行修订和完善。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350 份，回

收问卷 295 份，对所得问卷进行筛选，剔除信息不完

整以及无效问卷 54 份后，得到有效问卷 241 份，问   

卷有效率为 81.69%。样本企业的基本特征分布如表 1

所示。 

(二) 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筛选国内外研

究中已有量表，结合具体内容和调研对象的实际情况

加以适当修改，最终设计为正式问卷，除控制变量外，

均以 7 级 Likert 量表进行测度。资源识取行为主要借

鉴 Rosenkopf 和 Nerkar[28]、Sidhu 等[11]以及裴旭东等[5]

的研究，对界内资源识取采用“我们非常了解我们行

业的专利发展情况”等 3 个题项进行测量，对跨界资

源识取采用“我们愿意主动进入跨越现有专利边界的

新技术领域”等 4 个题项进行测度。能力重构的测量

题项来自 Lavie[19]、胡畔和于渤[29]的研究，采用“通

过资源识取，我们能够吸收新知识以发展组织现有知

识基础”等 4 个题项测度能力进化，采用“通过资源

识取，我们能够吸收和创造新知识取代过时的旧知识” 

等 5 个题项测度能力替代。网络惯例主要借鉴 He 和

Wong[25]以及魏龙等[30]的研究，从行为默契和规范共识

两个角度来测度。创新绩效的测量题项来自

Amirhosein 等[31]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成长性和获利性

两个方面。本研究将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

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研究过程。 

(三) 测量评估 

对变量进行信效度检验，发现上述变量的

Cronbach's α 值在 0.873~0.935 之间，均高于临界值

0.70，各变量的 CR 值均大于 0.9，说明问卷具有较高

的信度。并且，变量各题项的因子载荷系数值在

0.637~0.912 之间，均大于临界值 0.6，AVE 值也均高

于临界值 0.6，且各变量 AVE 平方根值都大于该变量

与其他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绝对值，可见问卷具有较好

的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 

利用 LISREL 软件对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结果表明整个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X2/df=1.843<3，

RMSEA=0.062<0.08，CFI=0.988>0.9，NNFI=0.986> 

0.9)。通过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来检验同源性误差问

题，将问卷涉及的全部题项放在一起进行因子分析，

发现单因子最大解释率为 22.642%，可以认为不存在

同源性误差。为了检验非回应偏差问题，参考

Armstrong 和 Overton[32]的研究方法，对早期回应的

169份问卷和晚期回应的 72 份问卷进行独立样本 T检

验，发现这两组数据在企业年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

模上没有显著差异，说明不存在非回应偏差。 

为避免变量测量误差和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发的

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对关键变量均采用成熟量表进行

测度，并且所有变量均通过信效度检验，因此变量的

测量误差可忽略不计。此外，本研究分析制造企业过

去三年的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当前创新绩效的影响，

因果关系清晰，且从时间顺序上看不存在反向影响可

能。因此，本研究也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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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特征分布 

 项目 样本数 百分比  项目 样本数 百分比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141 58.51 

企业年龄 

1990 年以前 15 6.23 

国有企业 39 16.18 1991—2000 年 83 34.44 

外资企业 14 5.81 2001—2010 年 96 39.83 

中外合资企业 47 19.50 2011 年以后 47 19.50 

企业规模 

300 人以下 94 39.01 

行业分布 

机械、建材制造业 56 23.24 

300~600 人 29 12.03 纺织、食品制造业 31 12.86 

600~900 人 32 13.28 信息、通信制造业 101 41.91 

900~1200 人 53 21.99 汽车制造业 20 8.30 

1200 人以上 33 13.69 其他 33 13.69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及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VIF

界内资源识取 5.553 0.954 0.837      3.142

跨界资源识取 5.504 0.935 0.258*** 0.818     2.824

能力进化 5.423 0.998 0.188*** 0.155 0.826    1.061

能力替代 5.500 0.844 0.246*** 0.338*** 0.239*** 0.775   3.450

网络惯例 5.727 0.949 0.232*** 0.275*** 0.212*** 0.421*** 0.896  2.952

创新绩效 5.465 0.895 0.386*** 0.341*** 0.216*** 0.317*** 0.391*** 0.843  

注：N=241；*p<0.1、**p<0.05、***p<0.01，对角线上的数据为 AVE 值平方根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关系如表 2 所示，基本  

与假设相符，但仍需回归分析以进一步检测。经检验，

各变量的 VIF 值均小于 5，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问题。 

(二) 回归分析 

采用Stata13.0软件通过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来验证

上文假设，具体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 

如表 3，模型 1—模型 3 表明界内资源识取及跨界

资源识取均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645，p<0.01；β=0.714，p<0.01)，即假设 H1a 和

H1b 成立。为了检验调节效应，本研究将交互项中自

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减少多重共线性。

如模型 6 所示，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网络惯例的交互

项为正且显著(β=0.108，p<0.01)，说明网络惯例正向

调节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

设 H5b 成立；从模型 5 可以看出，界内资源识取行为

与网络惯例的交互项不显著(β=0.056，p>0.1)，说明网

络惯例在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创新绩效间不发挥调节

作用，即假设 H5a 没有得到数据支持。 

如表 4，模型 1 说明能力进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β=0.188，p<0.01)，即假设 H3a 成立；

模型 2 说明能力替代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β=0.871，p<0.01)，即假设 H3b 成立。模型 5 表明

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能力进化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β=0.182，p<0.01)，即假设 H2a 成立；模型 6 表明跨

界资源识取行为与能力替代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β=0.665，p<0.01)，即假设 H2b 成立。对比表 3 中模

型 1 和表 4 中模型 3 可知，界内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

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发生显著降低(β=0.630，p<0.05)，

说明能力进化在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

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假设 H4a 成立。同时，对比

表 3 中模型 2 和表 4 中模型 4 可知，跨界资源识取行

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发生显著降低

(β=0.294，p<0.05)，说明能力替代在跨界资源识取行

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假设

H4b 得到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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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效应及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创新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企业年龄 0.001 −0.042 −0.019 −0.016 0.002 −0.027 

企业性质 −0.006 −0.005 0.040 −0.087 −0.023 0.007 

企业规模 0.027 0.046 0.044 −0.042 −0.006 0.003 

界内资源识取 0.645***  0.296***  0.377***  

跨界资源识取  0.714*** 0.524***   0.509*** 

网络惯例    0.650*** 0.412*** 0.381*** 

界内资源识取*网络惯例     0.056  

跨界资源识取*网络惯例      0.108*** 

R2 0.472 0.554 0.595 0.481 0.551 0.629 

Ad−R2 0.463 0.546 0.584 0.472 0.539 0.619 

F 52.639*** 73.152*** 57.258*** 54.699*** 47.842*** 66.031*** 

注：N=241；*p<0.1、**p<0.05、***p<0.01 

 

表 4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创新绩效 能力进化 能力替代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企业年龄 −0.072 0.006 −0.002 −0.003 0.024 −0.061 

企业性质 −0.046 0.053 0.020 0.051 −0.312** −0.089 

企业规模 −0.062 0.011 0.030 0.037 −0.037 0.015 

界内资源识取   0.630**  0.182***  

跨界资源识取    0.294**  0.665*** 

能力进化 0.188***  0.082*    

能力替代  0.871**  0.630***   

R2 0.052 0.669 0.479 0.747 0.057 0.554 

Ad−R2 0.036 0.663 0.468 0.742 0.041 0.547 

F 3.235* 119.003*** 43.292*** 141.799*** 3.591* 73.424*** 

注：N=241；*p<0.1、**p<0.05、***p<0.01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述研究结果具有足够的稳健性，本文采

用以下两种方式对其进行检验。 

(1) 本研究采用研发创新绩效作为企业综合创新

绩效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表 2 中综合创新

绩效指标中选取出市场占有率、投资收益率、新产品

和服务发展速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研发创新

绩效。检验结果表明：①界内资源识取、跨界资源识

取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63，

p<0.01；β=0.502，p<0.01)，因此假设 H1a、H1b 成立。

②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能力进化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β=0.113，p<0.01)，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能力替代具

有显著正相关关系(β=0.437，p<0.01)，即假设 H2a 和

H2b 成立。③能力进化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

影响(β=0.094，p<0.01)，能力替代对企业创新绩效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33，p<0.01)，假设 H3a 和 H3b

得到支持。④通过比较回归结果可知，能力进化在界

内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

用，能力替代在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之

间也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假设 H4a 和 H4b 成立。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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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网络惯例的交互项为正且显著

(β=0.073，p<0.01)，说明网络惯例正向调节跨界资源

识取行为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即假设 H5b 成立；

界内资源识取行为与网络惯例的交互项不显著

(β=0.025，p>0.1)，说明网络惯例在界内资源识取行为

与创新绩效间不发挥调节作用，即假设 H5a 没有得到

数据支持。因此，所得结果保持一致。 

(2) 本研究团队也在问卷回收后阶段再次回访了

14 位原始受访者(安徽 3 位、浙江 6 位、江苏 5 位)以

验证分析的准确性，结果表明回访结果与所得研究结

论具有一致性。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具有稳健性。鉴

于篇幅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附表表示。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不同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

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基于能力重构视角剖析了二者

间作用机制的“黑箱”，并进一步分析了网络惯例在资

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

(1)界内及跨界资源识取行为均对企业创新绩效提升

具有促进作用，该研究发现支持了 Forcadell 等[14]关于

新资源获取中本地识取与跨界识取均能实现企业创新

绩效的相关研究；(2)能力进化在界内资源识取行为对

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能力替代

在跨界资源识取行为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也发挥部分

中介作用，支持了“企业的静态资源难以带来持续的

竞争优势，往往需要通过动态的能力重构来重新配置

所得资源以推动创新”这一基本观点[21,33]，为企业如

何利用识取得到的新资源来实现创新绩效指出关键路

径；(3)网络惯例在跨界资源识取行为与企业创新绩效

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指出了行为默契和规范共识

建设的重要性。跨界识取的资源具有较大的异质性，

且跨越技术边界识取新资源时面临的阻碍也较大，企

业往往需要建立相应的规范以提升网络成员间的配合

度，促进核心知识的转移。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从能力重构视角来剖析

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确定了能力重

构在提升创新绩效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2)将网络惯

例纳入研究框架，发现其能够在跨界识取与企业创新

绩效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证实了行为默契和

规范共识是维护合作网络稳定并高效运作的关键   

力量。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1)资源识取行为对企业创

新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是通过能力重构的中介效应实

现的，企业应当重视将识取获得的资源与能力升级相

结合，进而推动组织成长，这是我国制造企业技术创

新过程中突破发展瓶颈的重要途径。(2)网络惯例是维

持网络组织存在的关键运作机制，企业在进行跨界识

取时，需要主动积极地提升网络惯例以促进企业创新，

实现识取行为的价值最大化。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样本企业主

要来源于长三角地区，具有地域性特征，区域文化氛

围可能会对组织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其次，调研时点

收集的问卷数据往往主观性较强，未来研究可尝试多

途径收集数据，将主观、客观数据结合使用以提高研

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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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among resource acquisition behavior,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Moderating effects of the network routine 
 

WANG Hecheng, LI Xin 

 

(School of Management, Hangzhou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random sample of 241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present study adopts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firm capability theory to analyze how firm resource acquisition behavior contributes to its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y 

considering the capability reconfiguration as the mediator and the network routine as the moderator.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bound and boundary-spann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at 

capability evolu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bound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that capability substitu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ndary-spann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t also finds that network routine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undary-spanning resource acquisition and firm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does not 

play a regulatory role in in-bound acquisition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ey Words: resource acquisition behavior; capability evolution; capability substitution; network routin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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